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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在網路頻寬與各種興新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無形中助長了盜版行為的

產生。長久以來我們對於影響盜版行為因素相關的研究，仍然侷限於法律對個人行為的

影響、個人在盜版行為能力高低以及盜版資源取得難易程度，經常忽略了個人與生俱來

的正向力量。本研究在社會認知理論的基礎下，除了探討社會約束力對個人盜版行為的

影響外，更聚焦於自我約束力對盜版行為的影響。因此，在個人約束力的層面，本研究

探討個人的道德感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影響；在社會約束力

的層面，則探討認知關鍵多數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影響；最

後，從正向經驗對於個人自我效能的影響，探討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如何影響其軟體盜

版倫理自我效能。

研究結果發現，自我約束力在軟體盜版的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從統計分析的結

果發現，道德感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影響(β值)遠勝於認知
關鍵多數。由此可知在社會約束力降低時，自我約束能力將能協助個人拒絕從眾行為。

另外，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可以降低個人使用盜版軟體工具或元件的行為意

圖。而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必須透過軟體盜版倫理自我能作為中介變數，才能對使用

盜版軟體工具或元件的行為意圖產生影響。這意味著透過創作將倫理價值內化，才能讓

個人在盜版議題上產生自我約束力。 

關鍵字：��創作自我效能、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軟體盜版、自我約束力、社會
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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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the problem of piracy is a major concern for governments, academia and software 

industry as it has become a prevailing phenomenon.  While much effort has been devot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cause software piracy, most studies focus primarily on if social 

sanctioning mechanisms can be effective in deterring pi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T, this 

study has integrated the constructs of ‘‘self sanction’’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in an attempt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 Personnel’s intention of software pira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reative self-efficacy, moral obligation and critical mass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thical self-efficacy concerning software piracy.  In turn, ethical self-

efficacy concerning software piracy, moral obligation and critical mas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ftware piracy intention. These findings have two implications: (1)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lack of social sanction, self sanction would play a critical role of sanctioning individuals from 

the conformity of software piracy and (2) self sanction against software piracy would incubate 

as individuals are engaged in creativity work. 

Key words: �creative self-efficacy, ethical self-efficacy concerning software piracy, social 

sanction, self sanction, software piracy



從自我約束力與社會約束力探討資訊科技人員之軟體盜版行為意圖 163

壹、緒論

全在當代的社會環境裡，資訊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驚人速度快速地發展著，許多不同

於傳統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也因應而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的產
品或服務得以藉由資訊科技的力量以數位化的形式被快速地呈現與傳遞。這類新穎的商

業經營模式，一方面為我們帶來更便捷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因為大眾普遍欠缺尊重智

慧財產權觀念，而為企業或社會在經濟方面帶來莫大的傷害與損失(諸如：就業與經濟成
長)。其實，因為民眾輕忽智慧財產權保護所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早已成為各國政府與
相關受盜版影響的產業其關注的焦點。台灣2004年因盜版所致的經濟損失約為1億6100萬
美元，這種因盜版所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已影響到台灣經濟體系的發展(BSA et al. 2006)。
另外，網路科技的連通性與匿名性，更讓整個盜版的問題，在網路的空間裡，不斷的發

酵、成長。商業軟體聯盟亞太區反盜版總監塔倫‧索尼(Tarun Sawney)指出：「與2003年
一至九月相較2004年同期，台灣在網際網路上的軟體侵權行為增加230%，其中透過點對
點交換(Peer to Peer, P2P)的軟體盜版行為，更呈現777%的大幅度增加」。
「盜版」儼然已成為當今知識經濟的重要議題；為了進一步瞭解軟體盜版的現象，

許多學者紛紛投入相關的研究。彙整資管領域中與軟體盜版相關文獻後，我們可以發現

影響個人盜版行為的因素大致包括四大類：(1) 個人層次：個人的態度、行為控制認知、
軟體盜版自我效能(如果我想盜版，是否有能力取得)、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是否有信
心拒絕使用盜版軟體)以及行為結果的預期等(Banerjee et al. 1998; Christensen et al. 1991; 
Peace et al. 2003)；(2) 社會層次：對盜版的懲罰嚴厲程度、受到懲罰的機會以及主觀規範
等(Banerjee et al. 1998; Christensen et al. 1991; Ferrell et al. 1985; Peace et al. 2003; Thong et 
al. 1998; Trevino 1986)；(3) 議題本身的特性：道德強度以及軟體的價格(Kini et al. 2004; 
Peace et al. 2003; Ramakrishna et al. 2001; Tan 2002)；(4) 人口統計變數：年齡、性別與工
作年資等(Kuo et al. 2001b; Peace et al. 2003)。

Bandura (1991)的指出，個人盜版行為的產生與否，主要是受到自我約束力(Self 
sanction)與社會約束力(Social sanction)的影響。彙整過去的研究我們發現，到目前為止
與影響盜版行為因素相關的研究，仍然侷限於社會約束力(如：法律與社會規範)對個人
行為的影響、個人的盜版行為能力以及資源取得難易程度等。然在台灣的社會裡，長久

以來也僅是依賴立法並透過法律的執行來規範個人的盜版行為。整體而言，不論是政府

或學術研究經常忽略了個人與生俱來的正向力量(如：個人的道德感與軟體盜版自我效
能)。因此，本研究在社會認知理論的基礎下，試圖跳脫過去研究的侷限，聚焦於個人與
生俱來的正向力量。故此，本研究除了探討社會約束力之外，更強調自我約束力在盜版

行為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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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從過去相關的文獻中，我們發現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TPB)是最
常被用來解釋軟體盜版行為的理論之一，TPB卻忽略了環境對於個人的限制與影響。
Banerjee, Cronan And Jones (1998)也發現，計畫行為理論在解釋資訊科技領域裡的不倫理
行為(Unethical behavior)，解釋力不佳。所以有越來越多關於倫理決策的研究，捨棄TPB
的典範，轉移到包含情境與議題本身特性的議題情境模式。雖然，在這兩個研究典範下

所產生的研究結果，讓我們廣泛地瞭解影響盜版行為的相關因素（如：軟體價格、政府

的執法能力以及文化因素等）。但這些研究典範卻一致的忽略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正向的

力量，因此本研究將以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重新詮釋影響個人盜版行為意圖之因素。

一、盜版的相關研究

（一）理性行為模式與計畫行為理論

在此典範下，與盜版行為相關的研究主要可被歸納為兩大主軸，其一為模式本身的

驗證，即探討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或計畫行為理論中的行為控制認知對盜版行為之意

圖與行為之影響。其二便是著重於計畫行為理論或理性行為理論外生變數之探討。理性

行為模式是由Fishbein 和Ajzen 在1975 年共同發展出來的(Fishbein et al. 1975)。此行為模
式認為，個人的某些特定行為表現是由其行為意向(BI)所決定，行為意向又由個人的態
度(Attitude)和主觀規範(Norm)所共同決定(Davis et al. 1989)。計畫行為理論，是由Ajzen
根據理性行為理論修正而得；他在計畫行為理論加入了一個預測個人行為意向的變數—

行為控制認知，以增強對個人行為的預測力。

在倫理的相關研究中指出，態度對於軟體盜版行為意圖具有顯著的影響(Banerjee et 
al. 1998; Chang 1998; Loch et al. 1996)；同時主觀規範對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亦有顯著之影
響(Banerjee et al. 1998; Loch et al. 1996))；在行為控制認知的部分，在Chang(1998)的研究
中指出，行為控制認知對盜版軟體之意圖有顯著的影響，Kuo and Hsu(Kuo et al. 2001a)的
研究結果也指出，行為的態度與行為控制認知能有效的預測盜版行為之意圖；並且當行

為控制認知增強時，就會削弱行為態度對於意圖的解釋力。

雖然計畫行為理論或理性行為理論對於盜版行為意圖已具備很高的解釋力。但Loch 
and Conger (1996)與Banerjee, Cronan and Jones(1998)卻指出，在這個複雜的環境裡，僅
僅依賴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認知三個變數，來解釋當今電腦使用者所面臨

的倫理困境是不夠充分的。因此，部分學者開始著重於計畫行為理論或理性行為理論的

外生變數之探討。在針對影響個人行為態度外生變數的研究發現，包括：反大企業的態

度、宣傳社會福利(認為盜版能夠讓好的作品讓更多人看到)、社會的成本(造成失業以及
國家的經濟損失)、個人的自我形象(Self image)、社會的疏離感、個人的電腦知識、情感
(從事盜版時是否為個人帶來快樂與刺激的感覺)、個人是否認知盜版行為是一件重要的
議題以及不擇手段(Machiavellianism)、懲罰的嚴重程度、懲罰的可能性與軟體的價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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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個人對於盜版行為之態度(Kwong et al. 2003; Loch et al. 1996; Peace et al. 2003)。而
懲罰的可能性則是影響行為控制認知的重要外生變數之一(Peace et al. 2003)。

（二）議題情境模式(Issue-Contingent model)

Jones(1991) 根據Rest(1986)所提出的四要素模型為基礎，加入了一個多重構面的
概念～「道德強度(Moral Intensity)」，並以此建立了一個廣被盜版相關研究運用的議
題情境模式（Issue-Contingent Model）。在道德強度這個概念中包含了：後果的嚴重
性(Magnitude of consequence)、後果發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 of effect)、時間的急迫性
(Temporal immediacy)、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接近程度(Proximity)與效果的集中
程度(Concentration of effect)。Jones(1991)認為，不同的道德議題在道德強度的六個構面
上，會呈現不同的強度；並且道德強度這個變數會在個人不同的道德決策階段(如：道德
認知、道德判斷或道德意圖)上產生影響。過去在行銷領域相關的研究中，已經發現業務
人員在面臨不同的倫理決策時，會因文化情境或議題本身的特性而做出不同的行為反應

(Barnett 2001; Singhapakdi et al. 1996)。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借用議題情境模式解釋盜版行為的產生。舉例來說，

Tan(2002) 的研究結果指出後果的嚴重性、時間的急迫性與社會共識，會影響個人的軟體
盜版行為；另外在這個研究中也將知覺風險(包含：財物、產品功能、被起訴與社會等風
險)這個變項納入，結果也發現，知覺風險亦會影響個人的軟體盜版行為。Ramakrishna, 
Kini, & Vijayaraman(2001)指出，學生的盜版行為受到道德強度的影響，但更有趣的
是，學生對於道德強對的感知與同儕有關，但與社群中其他成員如學校的教職員則無

關。Logsdon, Thompson and et al.(1994)發現，學生在盜版軟體這個議題上的道德強度
是很低的；然而進一步分析道德強度中六個面向分別的影響，結果發現僅有「後果的

嚴重性」與「社會共識」，對於個人的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上有顯著的影響。Kini and 
Vijayaraman (2004)針對在盜版議題下，針對美國與泰國的大學生進行跨文化的道德強度
之探討，研究發現在不同的文化下，學生對於盜版行為的道德強度有顯著的差異；Kini 
and Vijayaraman (2004)同時也指出，在美國的文化下，「年齡」是一個影響學生道德強
度的變數；而在泰國的社會文化裡，男生的道德強度比女生強。

綜合過去的研究我們發現，並非道德強度的六個構面對個人盜版行為都有影響。目

前發現以「後果的嚴重性」與「社會共識」對於個人的倫理行為影響最為顯著。另外，

道德強度也會隨著文化、年齡、性別而有強度上的差異 (Kini et al. 2004; Logsdon et al. 
1994; Ramakrishna et al. 2001; Tan 2002)。

二、社會認知理論與自我效能

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是由Bandura所提出的，他以「三角互動
(Triadic reciprocality)」的角度解釋個人(Person)、行為(Behavior)與環境(Environment)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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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係。SCT強調個人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個人也有認知能力，可以主動解釋、選擇
和影響環境；行為受到環境影響，但行為也會改變環境；個人的認知會影響其行為，個

人的認知也會受到行為的成功或失敗所影響(Bandura 1986; Bandura 1997)。故此，個人
對於環境因素並非僅是被動的參與者，在某些狀況下則是積極扮演事件發展的創造者；

個人可以透過自己的行為創造出環境條件，而環境條件又進一步影響人的行為。在社會

認知理論的三角互動關係中，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扮演一個重要的核心角色，是個
人、環境與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自我效能反應個人對於自己達成某項任務能力的信念

(Convictions or confidence)；這項信念強烈的影響個人的決策制訂、願意付出努力的投入
程度、面對挑戰的耐力、焦慮或信心程度等。自我效能之形成主要依據以下四種訊息，

包括：正向經驗(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觀察學習(Vicarious observation)、言語勸說
(Verbal persuasion)及心理激勵(Psychological arousal)。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將社會認知理論應用於資訊倫理領域的研究(Bandura 

1991; Kuo et al. 2001a; Kuo et al. 2001b; 林杏子 2003)。在社會認知理論的三角互動觀點
下，個人倫理行為的產生與否，同時受到環境面的社會約束力（Social sanction）與個人
面的自我約束力（Self sanctions）的交互作用影響。所謂的社會約束力(social sanction)
包括來自於環境面的法律、守則(code)、社會規範(social norm)以及同儕的影響(peer 
influence)。由於過去相關的研究對於法律以及社會規範對個人軟體盜版行為之影響已
有充分的討論，所以本研究僅以「認知關鍵多數」作為社會約束力層面的衡量變數。而

自我約束力，則包含個人層面的認知、情感、責任感、價值以及人格特質等。個人基於

對自我行為表現的不滿意及自尊心，促使自己避免從事不當行為，因為採取不倫理的行

為會造成個人的自責。Lam(1999)在研究中提到，「道德感(Moral Obligation)」談的是
個人內在的一種狀態，是個人對於自身面對倫理情境時，應該採取倫理或不倫理行為的

一種責任感，並且道德感反映出個人與自身價值體系一致的內在壓力(Lam 1999)。故此
本研究將道德感納入研究模式之中。在社會認知的三角互動下，個人的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則是此理論的核心，本研究以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作為研究變數。Banadura 
(1991)指出，當個人擁有較強的認知自我效能時，表示他擁有較高的自制能力，因此在
抗拒社會壓力而產生的不當行為上就較能成功。相對的，認知自我效能較低的人就比較

無法抗拒因為社會壓力而產生的不當行為。

三、創作經驗

Rest and Deemer(1986)認為，倫理認知或態度乃屬個人內在之心理構念，欲在短時間
內使其產生改變並非容易的事。因此，若想改變個人的倫理認知或態度，就必須給予學

習者面對道德困境或實踐道德問題的機會，並協助他們深思道德困境的涵義以增加道德

論點，如此才能讓學習者的道德，有機會往更高層次發展(Rest 1986)。另外，Kohlberg在
1969年曾經提出，某些特殊的社會性經驗對道德思考的發展而言特別有建樹，這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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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經驗就是「角色取替(Role-taking)」的經驗。越豐富的角色取替機會，就越能促使
原本不同的人以更為多元、細緻的方式，彼此和而不同地相處；並且以此基礎而推向形

成更為成熟的正義(Justice)觀念(Kohlberg 1969)。由上述學者的闡述，我們可以知道，在
倫理的範疇裡，所謂的倫理行為或態度，必須從生活經驗的體驗才能產生。

回到智慧財產權的脈絡下，其設置的精神在於保護創新與協調社會公益進而促使更

多的創意產生。既然，倫理行為或態度必須從生活經驗的體驗中才能獲得，而軟體盜版

行為亦是一種倫理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在考量智慧財產權制訂的本質後提出，透過實

際的創作體驗，可以培養個人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與拒絕使用盜版軟體之行為意圖。

創造力的定義本身就是一個研究議題，自從心理計量理論學派的Guilford成功整合先
前學者所提出不同的理論，並將創造力從過去智慧的概念中獨立出來後，創造力便逐漸

受到注意與討論。數十年來，來自不同領域(諸如：社會學、教育及組織或管理…等不同
領域)的學者們，都將創造力的概念大量應用於所屬的領域中，而本研究僅探討個人在創
作的過程中，如何將倫理價值內化。

Sternberg(1999)認為創造源於智慧、知識、思考風格、人格、動機與環境的交互
作用產生的結果。Csikszentmihalyi(1988)則認為創造是「場地」（Field）、「領域」
(Domain）以及「個人」(Person)三個次系統互動的結果，必須經過領域守門人的認可，
才能稱之為創造。Amabile, Conti et al.(1996)認為創造表現在產品上，必須專家認定為是
新奇、有用、正確以及有價值的。Bandura在1997年也提出，所謂的創造，就是將既有知
識進行結構上的重建或重組，以產生新的思維、洞見或新作法的過程。他特別強調在創

造的過程中，會遭遇許多的挑戰，因此必須要有很強的信念，以支持個人在創新的歷程

中不斷地去探索新的概念並且找尋新的知識。Gardner(2006)認為創造是跨領域的，綜合
生物學、心理學、社會脈絡與領域知識等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他更進一步在未來的五

種心智一書中以愛因斯坦為例，說明何謂創造。Gardner(2006) 提到—「1900年，有幾位
傑出的物理家和數學家努力想要解開有關光、重力、時間和空間本質的問題，這些大師

各自學有專長，各自提出理論公式和實證推測，值此同時，有個默默無聞名叫愛因斯坦

的專利審查員，在相對孤立的情況下，撰寫了許多有別於傳統的文章。然而在期刊編輯

和其他知識豐富的同僚或領域守門人認同這些論文之前，究竟愛因斯坦的作品只是有別

於傳統還是一種創新的觀點，還真是至關緊要，難以分辨。」另外，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也提及，創造力為針對「異常(Anomalies)」的反應，其中
「異常」是指與既存典範矛盾的資料；而最終這些針對這些「異常」所做的反應，都必

須得領域守門人的認可，當這些「異常」的反應累積到足夠的能量時，便會產生典範的

移轉，科學的進步便在典範的輪替下產生(Kuhn 1970)。近代存在主義大師Rollo May更指
出，「創造」可以說是一種成功的與環境或限制搏鬥的結果；它將呈現出一種控制得宜

又予以超越的張力；並與世界維持一種既破壞又重塑(共榮)的關係(傅佩榮 2001)。綜合各
學者對於創造的看法，可以發現所有的創造不可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而且必須著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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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行為之結果面；他們強調要以想法或產品的好壞來判斷創意之高低；而產品的好壞

以及是否具創意，都必須經由專家或領域守門人的認可。

至於「守門人」的概念，Stein(1993)更進一步說明領域守門人的角色，他認為領域

的守門人應該扮演創造與倫理之間的仲裁者，並維持著倫理的規範。創造之所以被稱之

為創造，必須得到社會與領域專家的認同，在此認同中，領域的守門人除了考量產品

或作品是否是新奇、適當、有用、正確以及有價值等標準之外，還必須同時兼顧社會價

值，而這一切的衡量包含著倫理的規範。因此，領域守門人除了針對個人有別於傳統的

作品進行「新奇、適當、有用、正確以及有價值」等評估之外，還必須為該學科領域肩

負倫理道德把關與傳承的重要角色。誠如柏拉圖說：「如果創造離開了倫理的範疇便失

去了他的靈魂！(Stein 1993)」故此，本研究將個人的創作經驗納入研究中，藉以探討個

人的 創作經驗是否影響其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或個人使用盜版軟體之行為意圖。

參、研究假說

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理論為理論基礎，說明社會約束力與自我約束力如何影響個人

的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本研究之模式如(圖一)。Deutsch and Gerard(1995)與Lou, Luo et 

al.(2000)提出，當個人形成認知關鍵多數後，會產生採取行為的傾向，由於多數使用者

所共同塑造出來的現象，個人會為了獲得認同而順從他人或群體的期望。故此，本研究

將「認知關鍵多數」納入研究，作為社會約束力層面的衡量變數。

除了社會約束力之外，另一項影響個人倫理行為的重要規範力來自於自我約束力

(Self sanction)，過去台灣政府經常忽略個人內在自我約束能力的重要性，僅是依賴立法

並透過法律的執行來規範個人盜版的行為，不但耗費人力、物力及金錢，而且成效有

限。自從Seligman 從正向心理學的觀點說明每個人都可以運用自己獨特的長處和美德，

讓個人與社會達到和諧的狀態，這樣的觀點也再一次說明了自我約束能力的重要。故

此，本研究將「道德感」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納入自我約束力的層面中，作

為衡量變數。另外，在倫理教育的理念中認為，要提升個人的自我約束能力，必須從

生活經驗的體驗中產生，既然倫理的自我約束能力必須從生活經驗的體驗中才能獲得；

並且從過去的研究也發現，正向經驗有助於個人自我效能的提升(Hsu et al. 2001; 賴瑛娟 

2006)，所以本研究將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納入研究中，藉以探討個人從過去創作經驗中

所獲得的正向經驗是否提升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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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賴立法並透過法律的執行來規範個人盜版的行為，不但耗費人力、物力及金

錢，而且成效有限。自從 Seligman 從正向心理學的觀點說明每個人都可以運用

自己獨特的長處和美德，讓個人與社會達到和諧的狀態，這樣的觀點也再一次說

明了自我約束能力的重要。故此，本研究將「道德感」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

能」納入自我約束力的層面中，作為衡量變數。另外，在倫理教育的理念中認為，

要提升個人的自我約束能力，必須從生活經驗的體驗中產生，既然倫理的自我約

束能力必須從生活經驗的體驗中才能獲得；並且從過去的研究也發現，正向經驗

有助於個人自我效能的提升(Hsu et al. 2001; 賴瑛娟 2006)，所以本研究將個人的

創作自我效能納入研究中，藉以探討個人從過去創作經驗中所獲得的正向經驗是

否提升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圖一 研究模式 

行為意圖 

所謂的行為意圖，依據Ajzen(1988)的定義行為意圖代表個人想從事某項行為

的主觀機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許多使用TRA及TPB於倫理方面的研究指

出，在倫理情境中，倘若個人對某項行為認定是對的或是有益於自己的，代表他

（她）越有可能去從事該行為；去執行某項行為的意圖越強，個人從事該行為的

可能性也就越高。在TPB的研究典範下，過去許多相關的研究都指出，個人的行

為意圖與個人實際行為之間有顯著的關係並且有很高的解釋力（R2 > 0.45）
(Randall et al. 1994; Sheeran et al. 1998)。 

然而，因為研究經常涉及個人隱私或部分行為研究經常引起受測者的防衛心

理，在Armitage and Conner(2001)的研究便指出，從過去與TRA以及TPB相關的

研究彙總發現，在非倫理議題的研究上，若研究者透我自我陳述(Self report)的方

式來衡量個人的行為，其實際行為與衡量結果之間存在11%的變異。然而，倫理

相關議題的研究，對受測者而言是較為敏感的個人行為；由此可知，透過自我陳

述來瞭解受測者之行為，具有更高的困難度。故此，在進行倫理行為的研究時，

圖1：研究模式

一、行為意圖

所謂的行為意圖，依據Ajzen(1988)的定義行為意圖代表個人想從事某項行為的主觀
機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許多使用TRA及TPB於倫理方面的研究指出，在倫理情境
中，倘若個人對某項行為認定是對的或是有益於自己的，代表他（她）越有可能去從事

該行為；去執行某項行為的意圖越強，個人從事該行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在TPB的研
究典範下，過去許多相關的研究都指出，個人的行為意圖與個人實際行為之間有顯著的

關係並且有很高的解釋力（R2 > 0.45）(Randall et al. 1994; Sheeran et al. 1998)。
然而，因為研究經常涉及個人隱私或部分行為研究經常引起受測者的防衛心理，在

Armitage and Conner(2001)的研究便指出，從過去與TRA以及TPB相關的研究彙總發現，
在非倫理議題的研究上，若研究者透我自我陳述(Self report)的方式來衡量個人的行為，
其實際行為與衡量結果之間存在11%的變異。然而，倫理相關議題的研究，對受測者而
言是較為敏感的個人行為；由此可知，透過自我陳述來瞭解受測者之行為，具有更高的

困難度。故此，在進行倫理行為的研究時，研究者往往無法直接對受測者的行為進行衡

量，或無法得到誠實的答案；所以這一類型的研究就必須仰賴「意圖（Intention）」以
瞭解個人的倫理態度到行為之間的關係(Banerjee et al. 1998; Chang 1998)。本研究則以軟
體盜版行為意圖最為研究之依變數，並從社會規範與自我規範兩個層面來說明各變數與

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假說。

二、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Bandura在1991年提出，個人倫理行動的啟動、規範與維持，同時受到個人面的自我
約束力與環境面的社會約束力的影響。在社會的層面，個人會為了避免因不守法而導致

的後果，進而做出符合規範的倫理行為。在個人層面，則是因為個人的價值、自尊以及

對於自己正面的評價，而產生一種對行為自制的力量；在此三角互動中，個人的自我效

能（Self-efficacy）則是此理論的核心，Bandura特別強調，當個人的自我約束的自我效
能越強，就越能堅持自我控制，拒絕從事不道德行為(Bandura 1991; Bandura 1997)。Kuo 
and Hsu(2001a)在社會認知理論的基礎下，首先提出了「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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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fficacy concerning software piracy）」的概念，藉以說明在各種可能導致盜版行為的
情境下，人們所反映出來抗拒軟體盜版行為的自信心。而本研究便採用其軟體盜版倫理

自我效能來說明個人在面對軟體盜版時，其自我規範的約束力。

過去在社會認知的研究典範下，許多相關的研究都指出，個人的自我效能對於行

為意圖有很強的預測力。Ajzen在2002年針對計畫行為理論提出修正，強調自我效能
比過去認知行為控制能力更能有效的預測行為意圖(Ajzen 2002)。Compeau, Higgins et 
al.(Compeau et al. 1999) 在一項關於科技接受行為的研究中指出，個人的自我效能對於
個人的行為有顯著的影響。Easley, Devaraj et al.(2003)的研究也指出，個人的電腦自我效
能越高，未來越容易接受或使用新的資訊科技。在資訊科技的領域裡，已有眾多的研究

證實當個人的自我效能越高，接受新資訊科技之意圖或行為也越高(Compeau et al. 1999; 
Compeau et al. 1995)。而Bandural(1991)提出，在倫理的議題中，當個人擁有較強的認知
自我效能時，就擁有較高的自制能力拒絕採取不當的行為。Kuo & Hsu(2001a) 也在社會
認知的理論基礎下，將自我效能與個人的行為意圖應用於倫理行為之研究中，結果發現

電腦使用者之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會影響其從事軟體盜版行為之意圖。

【H1】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對個人之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負向的影響。

三、認知關鍵多數

Li, Chau et al.(2005)提出，生活在群體之中的我們，行為會受到「他人」的影響，
而這所謂的「他人」，在過去的文獻中可被定義為認知關鍵多數（Perceived critical 
mass）。過去在企業管理、行銷領域中的倫理行為決策模式認為倫理行為會受到參考群
體（Reference group）的影響(Dubinsky et al. 1989; Ferrell et al. 1985)。此外，依據霍桑
研究（Hawthrone Study）也發覺，團體的影響力會顯著的影響員工行為，甚至會超過金
錢報酬上的效果(Cass et al. 1975)。Jones(1991) 在議題情境模式中，也透過道德強度中的
「效果的集中程度」來凸顯這樣的問題。Jones認為在既定的後果嚴重性之下，若從事某
行為所影響到的人越多，那麼該行為的效果集中程度越低，此時個人就會傾向採取不倫

理的行為(Jones 1991)。Bandura et al. (1996) 指出，當周圍具有關鍵多數人都採取不倫理
行為時，則會影響個人對採取不倫理行為之後果做出不同的評估；同時也可能削弱個體

的自我約束力，甚至影響個人倫理決策。由此可知，個人的自我規範力強弱，會受認知

關鍵多數的影響。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反應個人在面對各種可能導致盜版行為的情境

下，人們所反映出來拒絕使用軟體盜版的自信心。而影響個人自我效能的因素中觀察學

習是其中之一。過去相關的研究指出，個體觀察到與其能力相仿的他人於活動中獲得成

功時，往往會使觀察者相信自己若處於類似的情境時，亦具備勝任此一任務的能力，藉

以提高其自我效能(Hsu et al. 2001; 賴瑛娟 2006)。換言之，當個人發現身邊的朋友都在使
用盜版軟體，則會降低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

【H2】認知關鍵多數對於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負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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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科技接受模式或計畫行為理論的研究典範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將認知

關鍵多數納入研究中。Oliver et al.(1985) 指出，認知關鍵多數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顯
著影響。Bandura et al.(1996)在其研究中指出，認知關鍵多數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很強
的預測力。Venkatesh et al.(2000) 認為認知關鍵多數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
Hsu and Lu (2004)提出，認知關鍵多數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Li et al. (2005)在
其研究中也提出，認知關鍵多數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很高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根

據過去相關的研究提出：

【H3】認知關鍵多數對個人之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

四、道德感

Bandura (1991)提出個人的倫理行為除了受到社會約束力之影響外，同時也受到自我
約束力的影響。而所謂的自我約束力談的就是個人的價值體系，基於個人對行為表現的

不滿意及自尊心，會促使他們避免從事不當行為，因為採取不倫理的行為會造成個人的

自責。「道德感(Moral obligation)」談的是個人內在的一種狀態，是個人對於自身面對倫
理情境時，應該採取倫理或不倫理行為的一種責任感，並且道德感反映出個人與自身價

值體系一致的內在壓力(Lam 1999)。故此，本研究將道德感納入自我約束力層面的衡量
變數之一。

Beck 和 Ajzen(1991)提到，部分學者認為除了社會影響之外，個人的道德感也會影響
個人的行為意向。並且在倫理相關的議題上，如果只是從社會約束力(Social sanction)的
觀點去談論「懲罰嚴厲程度」、「受到懲罰的機會」或「主觀規範」無法有效預測倫理

(或不倫理)的行為意圖。所以，Beck和 Ajzen(1991)在研究中將「道德感」納入研究，並
進一步修正計畫行為理論。他們發現，將「道德感」納入計畫行為理論後，可大幅提昇

個人在倫理相關議題上之行為意圖的預測力。Lam (1999) 也認為，道德感是來自個人自
身價值體系的內在壓力，與主觀規範不同，應該納入決策行為的結構中。故此，本研究

根據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提出：

【H4】道德感對於個人之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H5】道德感對於個人之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負向的影響。

五、創作自我效能

從過去創造力相關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所有具有創造力的活動，皆來自於人

類面對限制時所做的搏鬥；而這些所謂的限制就是社會既有的規範、傳統或典章制度。

最後，個人與限制搏鬥的結果，終將回到社會，接受社群成員的檢視，唯有通過領域守

門人認同之作品，才可稱之為創造。因此，領域守門人除了針對個人有別於傳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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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新奇、適當、有用、正確以及有價值」等評估之外，還必須為該學科領域肩負倫

理道德把關與傳承的重要角色。

從上述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個人的創作經驗將有助於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的

提升。然而如何有效的衡量創意行為之結果，一直以來都是件困難的事。因此，Tierney
與Farmer (2002)便結合了Bandura所提出的自我效能與Amabile所提出的創造力理論，提
出「創作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的概念。所謂的創作自我效能被定義為個
人對於從事特定任務是否具有產生創意作品的能力與信心的評價(Tierney et al. 2002)。
創意自我效能所反映的是個體在創作活動中對自己所表現的自我信念或期望(Chen et 
al. 2001)。近年來，有許多的學術研究都指出，創作自我效能與創作績效(Creativity 
performance)有高度的相關，Tierney與Farmer(2002) 提出創作自我效能可以預測創作績
效。Tierney與Farmer(2004)在一項針對研究發展人員所進行的研究中亦指出，創作自我
效能與員工的創作績效有高度相關。

另外，自我效能的形成主要依據以下四種訊息，包括：正向經驗(Enactive mastery 
experience)、觀察學習(Vicarious observation)、言語勸說(Verbal persuasion)及心理激勵
(Psychological arousal)，其中更以正向經驗對個人自我效能的影響最為深遠(Hsu et al. 
2001; 賴瑛娟 2006)。過去的成就經驗提供個體最可信的自我效能訊息。由於個人的成就
表現是來自於個體的真實經驗，因此將有助於個人對效能信念的評估。換言之，當個人

有比較強的創作自我效能，就能提升個人在創作過程中拒絕使用盜版軟體的倫理自我效

能。在這樣的觀點之下本研究提出：

【H6】創作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工具採封閉式問卷，每份問卷除了基本資料之外，同時包含：創

作自我效能、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道德感、認知關鍵多數以及軟體盜版行為意圖

等。

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主要是採用Kuo and Hsu(Kuo et al. 2001a)所提提出軟體盜版
倫理自我效能（Ethical self-efficacy concerning software piracy量表。此量表以「保存與
使用」、「散播」以及「勸阻他人不使用」三個面向來區分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的

強度。在創作自我效能的部分，本研究採用Tierney & Farmer(Tierney et al. 2002)所發展
的量表，以測量受測者的創作自我效能；另外，本研究也根據Csikszentmihalyi (1999)與
Amabile et al.(1996)所提出的看法，在創作自我效能量表中加入「面對他人看法時的自我
效能」的構面。而「面對他人看法時的自我效能」構面的問向主要來自於曾繁絹(2007)
知識分享焦慮量表，此量表主要是用來測量虛擬社群成員對他負面評價的憂慮程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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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擔心別人是否會對自己的知識分享產生負面印象、不贊同或指出缺點。本研究在創作

自我效能的部分加入此構面，主要用來測量受測者，在從事創作時，當自己有新的想法

時，是否擔心別人對自己有負面的評價，並且在面對這些負面評價時，對自己新想法

的信心程度。道德感量表主要是採用Beck and Ajzen(1991)所使用的測題，共有三題。用
以衡量個人對於自身面對倫理情境時，應該採取倫理或不倫理行為的責任感。關鍵多數

對於每個人而言是不同的，因此很難用一個實際的數目來衡量；因此本研究便採用Li et 
al.(2005)的研究中所用之認知的關鍵多數量表，用以衡量受測者對於認知盜版軟體使用
之關鍵多數。依據Ajzen & Fishbein(1975)，行為意圖是用來衡量個人對於某特定行為執
行與否的強度。由於倫理議題之行為意圖較難衡量，所以本研究採以情境劇本，藉以衡

量個人的軟體盜版行為之意圖；而研究中所用之情境劇本改編於ACM所提供的倫理情境
劇本(Anderson et al. 1993)。本研究之受測者在閱讀情境劇本後，立刻填寫「如果我是劇
本中的主角，我會想做出同樣的行為」等意圖問項。

本研究所用之量表主要是採用七點尺度（7-Point Likert-format scale），受測者依據
這些問項分別回答其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另外，在創作自
我效能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兩個自我效能量表中，本研究採用在十點尺度（10-Point 
Likert-format scale），受測者僅需依據自己實際的信心程度在數字上圈選，其中「0%」
代表非常沒信心而「100%」代表非常有信心。

二、研究樣本

在正式研究的部分，本研究以國內資訊相關產業之軟體研發工程師與公司內部

之MIS人員為樣本。本研究採用便利樣本(Convenience samples)。Cooper and Schindler 
(2008)指出，此種抽樣方式是一種最便宜也最容易執行的方式，在實務上是一個實用的
好方法。本研究共發放285份問卷，回收281份問卷(一位出差，三位支援外部廠商)，剔
除填答不完整之問卷後，有效問卷共244份。以國內資訊相關產業之軟體研發工程師與公
司內部之MIS人員為樣本，主要的原因是軟體公司之研發工程師與公司機關之MIS人員，
在其日常的工作中經常需要開發系統或為公司設計新的軟體產品，因此有很豐富的創造

經驗。所以本研究希望能透過他們不同的創造經驗以瞭解不同的創作自我效能使否影響

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而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是否進一步影響個人在工作中

使用盜版軟體元件或軟體工具之行為意圖。

在所有樣本的基本資料中，年齡的分佈由20歲至50歲，平均年齡為30.78。受測者
的工作年資最少為未滿一年，工作年資最高者為30年，平均工作年資為5.58年。在樣本
中，受測者的創作經驗從最豐富的25年，到最為資淺的未滿一年，整體樣本創作的平均
經驗為6.41年。

三、問卷前測

在先導研究的部分，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各大專院校曾經製作過專題或開發過軟體

系統之學生為樣本。本研究共回收234份問卷，經資料整理剔除37份填答不完整之問卷的
問卷後，最後的有效問卷為197。在這197份問卷中，男生為68人，女生為129人；全體平
均年齡為21.99歲，平均創作經驗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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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樣本回收後，本研究以Cronbach α係數作為內在信度的檢定方法。根據Hair, 
Anderson et al. (1998) 建議Cronbach α係數當α係數越高時，代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越
高；並且在非探索型的問卷中，Cronbach α應大於0.7以上，如果低於該值，應考慮重
新修訂問卷或增刪題項。以此標準檢視本研究問卷發現各量表之Cronbach α值均大於
0.85。
另外，本研究在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衡量乃是進行探索性的因素分析法

(Explorative factor analysis)；並以VARIMAX的正交轉軸方式及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一，為判斷標準來歸納因素構面。根據Hair, Anderson et al. (1998)的建議，當樣本數小
於兩百時，個別問項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必須大於0.5，才能通過統計顯著檢定
(α=0.05)。而本研究所用之研究工具，包含：創作自我效能、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認知關鍵多數、道德感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等五個量表，各量表之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

大於0.5且符合單一構面原則。這樣的結果，表示本研究所擬之研究問項具有良好的建構

效度。

伍、統計分析

本章節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我們會先進行驗證型因素分析，確認研究問卷之信度與

效度；接下來本研究則利用PLS之路徑分析，由於本研究所採用之量表，同時包含形成
性與反應性指標，故採用Smart PLS 2.0進行研究模式之驗證。

一、驗證型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取得各研究構面的組合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及構面間之相關係數，以進行
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之檢驗。

在收斂效度方面，其評估指標包含：1. 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應大於0.5以上且達到
顯著水準(Steenkamp et al. 1991)；2. CR值應該大於0.7以上；以及3. AVE需大於0.5(Hair et 
al. 1998)。在區別效度方面，其評估指標包含：1. 各研究構面的相關係數必須小於0.85；
2. 個研究構面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必須比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大。
所謂的收斂效度是指，同一研究構面內的多個測量問項都能產生相同的結果；而本

研究利用Smart PLS進行收斂效度之檢驗，發現除了各研究問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之
外；研究構面之組合信度值介於0.84~0.97，符合大於0.7之建議值(見表一)；而平均變異
萃取量介於0.58到0.92之間，也超過文獻中0.5的門檻值(見表一)。因此本研究所用之問項
均能收斂於所屬的構面，並且具備一定程度之收斂效度。

在區別效度的部分，本研究各構面之相關係數皆小於0.85，根據Kline(1998)的研究
結果可知，當研究構面之相關係數小於0.85時，及代表具有一定程度之區別效度。再
者，本研究各研究構面AVE之平方根皆比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為大；綜合以上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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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本研究各研究構面間應具有良好之區別效度(見表一)。

表1：區別效度與收斂效度

AVE CR 創作
自我效能

軟體盜版
倫理自我效能

認知
關鍵多數

道德感
體盜版
行為意圖

創作自我效能 0.73 0.94 0.85
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0.75 0.96 .130* 0.87
認知關鍵多數 0.84 0.94 .037 -.451** 0.91
道德感 0.78 0.91 .049 .554** -.237** 0.88

軟體盜版行為意圖 0.92 0.97 -.061 -.524** .408** -.444** 0.96

註1：AVE：平均變異萃取量
註2：CR：組合信度值
註3：各研究構面的斜角數值是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用以檢測和其他研究構面間的區別程度

二、路徑分析

通過上述信度與效度的檢測後，本研究進一步利用PLS 路徑分析作為研究模式中的
各項研究假說之驗證。PLS 路徑分析的結果如圖二所示。以下針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
效能」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兩個研究變數說明各變數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研究假說

之檢定結果。

的研究結果可知，當研究構面之相關係數小於 0.85 時，及代表具有一定程度之

區別效度。再者，本研究各研究構面 AVE 之平方根皆比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為大；綜合以上之判斷準則，本研究各研究構面間應具有良好之區別效度(見表

一)。 

表一 區別效度與收斂效度 
 

 
AVE CR

創作 
自我效能

軟體盜版 
倫理自我效能

認知 
關鍵多數

道德感 
軟體盜版

行為意圖

創作自我效能 0.73 0.94 0.85     

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0.75 0.96 .130* 0.87    

認知關鍵多數 0.84 0.94 .037 -.451** 0.91   

道德感 0.78 0.91 .049 .554** -.237** 0.88  

軟體盜版行為意圖 0.92 0.97 -.061 -.524** .408** -.444** 0.96 

註1：AVE：平均變異萃取量 
註2：CR：組合信度值 
註3：各研究構面的斜角數值是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用以檢測和其他研究構面間

的區別程度 

路徑分析 

通過上述信度與效度的檢測後，本研究進一步利用 PLS 路徑分析作為研究

模式中的各項研究假說之驗證。PLS 路徑分析的結果如圖二所示。以下針對「軟

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兩個研究變數說明各變數對他們

的影響，以及研究假說之檢定結果。 

 

圖二 研究結果 
圖2：研究模式

三、軟體盜版行為意圖

在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上，本研究認為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

負向之影響(H1)，經統計檢定亦達顯著水準(β＝-0.294，P＜0.01)。其次，認知關鍵多數
對於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H3)，經由PLS之路徑檢定發現，認知關鍵多數，確實
影響個人之軟體盜版行為意圖(β＝0.22，P＜0.025)。最後，個人之道德感對於軟體盜版
行為意圖有負向之影響(H5)，經由PLS路徑分析之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β＝-0.234，P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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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

在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方面，我們認為認知關鍵多數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

負向影響(H2)，根據PLS的路徑分析結果，我們發現認知關鍵多數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
效能確實有負向影響(β＝-0.339，P＜0.01)。再者，我們也認為個人的道德感，對軟體
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正向之影響(H4)，根據路徑分析的結果確實驗證本研究假說(β＝
0.47，P＜0.01)。最後，我們提出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對個人之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
正向的影響(H6)，根據PLS之檢定，結果顯示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越高，其軟體盜版倫理
自我效能越高(β＝0.137，P＜0.01)。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從上述的研究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自我約束的能力(如：道德感與軟體盜版倫理自
我效能)在盜版的議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從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的影響力來分析，
道德感(β＝0.47)相對於關鍵認知多數(β＝-0.339)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另外，若從軟體
盜版行為意圖的角度分析之，不論是道德感或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其解釋力相對於認

知關鍵多數高。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我們歸納出屬於自我規範層次的道德感對於個人

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以及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當欠缺社會規

範時，也就是說當個體感受到他周遭的朋友都在使用盜版軟體時；這時候道德感對於個

人的倫理效能有關鍵性的影響；並且個人的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有助於個人拒絕

「從眾」行為的發生，也就是說即便周遭有許多人都在使用盜版，具有高道德感或高軟

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的個人，越能拒絕使用盜版軟體元件。

另外，本研究期望藉由實證資料說明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影

響。首先，從本研究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個人的創作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

能有顯著的影響，並且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對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換句

話說，創作自我效能必須透過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這個中介變數，才能對軟體盜版行

為意圖產生影響。然而，創作自我效能對於軟體盜版行為意圖是否存在直接的影響？本

研究透過統計的檢定，發現此路徑並不顯著(β＝-0.036，P＞0.05)。這樣的研究結果，具
有很深遠的意涵。它告訴我們，在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必須承襲領域中的倫理規範，

並將價值內化後，才能對行為產生影響。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台灣的社會裡，普遍地存在著一種單純的想法，認為只要透過控制與防堵的機

制，便能有效的降低國人盜版行為的產生。因此，在台灣的社會中，我們經常仰賴立法

與法律的執行來遏止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在校園的部分，政府、企業與商業團體同

樣希望透過控制與防堵的機制來降低盜版行為的產生，他們認為只要透過控制與增加盜

版的困難度便能降低學生盜版行為的產生。所以教育部在「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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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提出，希望進入校園內的影印廠商能夠遵守規範，拒絕提供書籍影印的服務；而

在數位資料的部分，也希望校方能訂定教學區與宿舍區學生每天的網路流量上限，並要

求學生停止使用P2P軟體，以防止盜版行為的發生。
在學術研究上，計畫行為理論是過去最常用來解釋倫理議題的理論之一。但

Banerjee, Cronan and Jones (1998)卻指出計畫行為理論在解釋資訊科技領域裡的倫理行為
(ethical behavior)，解釋力不佳。因此，近年來許多關於倫理決策的研究，漸漸地捨棄
TPB的典範，而轉移到議題情境模式。在這兩個重要的理論典範下的相關研究，都是用
一種消極的態度看待盜版行為，他們所關注的議題在於如果法律夠嚴格與執法夠嚴格，

你還會盜版嗎？以及如果你想盜版你有能力嗎？如果使用盜版的成本高過於購買正版軟

體時，你還會使用盜版軟體嗎？歸納這些研究結果，讓我們知道研究的重點都放在企

業、國家該以何種方式來防堵盜版行為的產生。

其實在軟體盜版的相關研究中，經常忽略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正向力量。也因此，不

論政府與商業團體每年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與金錢，掃蕩、查緝盜版，台灣的盜版率每

年仍維持在40%。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同時考量社會約束力與自我約束力對
於個人軟體盜版行為意圖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自我約束力能有效的提升個人拒絕使

用盜版軟體元件，並且在盜版議題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另外，透過創作並將倫理價

值內化轉為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將有助於個人降低其使用盜版之行為意圖。

在此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建議企業與學校，若想培養、提升員工和學生自我

約束的能力(如：道德感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除了提供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與公
開交流的場合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在組織中設置「守門人」的角色。組織中設置「守門

人」其目的在於除了針對個人有別於傳統的作品進行「新奇、適當、有用、正確以及有

價值」等評估之外，同時也必須肩負起，為該學科領域倫理道德把關的重要角色。另

外，創造的本質，包含著對傳統的破壞與被社會認同；換句話說，「創造」可說是一種

成功的與限制搏鬥的結果；它將呈現出一種控制得宜又予以超越的張力；並與世界維持

一種既破壞又重塑(共榮)的關係。因此，組織中設置公開交流的場所，能夠讓創作者有
機會與其他知識豐富的同僚或領域守門人相互交流，並且創作者之作品若想獲得同僚或

守門人的認同，無可避免的必須以其領域專有的知識與專業倫理規範論述，所以公開交

流的機制將有助於個人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內化。

柒、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一、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希望能以最嚴謹的態度進行，仍然不免有一些研究上的

限制，包含：

（一）研究結果僅適用於軟體盜版行為

盜版行為的型態有許多種，如：音樂盜版、電影盜版、軟體盜版、多媒體素材的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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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但因為本研究的主題僅聚焦於軟體盜版行意圖之探討，所以本研究的樣本均為軟體

研發或程式開發人員。另外，在問卷的設計上本研究也僅針對軟體研發或程式開發人員

的工作特性進行設計。因此，研究結果僅適用於軟體盜版行為。其他諸如：電影、音樂

或多媒體素材等等，有待未來更多的實證研究，驗證本模式的適用性。

（二）道德行為

所謂的道德議題，其範疇十分的廣泛；雖然Rest and Deemer(1986)認為，倫理教育是
一種生活經驗，並且透過生活經驗或給於道德困境或實踐道德問題的機會，便能協助個

人改變其倫理認知或態度、增加道德論點並讓學習者的道德有機會往更高層次發展，但

這樣的生活經驗必須與道德問題相似(Rest 1986)。故此，在本研究的範圍下，僅能回答
個人過去的創作經驗是否能夠提升個人的倫理效能，並進而促使個人在創作過程中能夠

拒絕使用未經授權的軟體工具或軟體元件。至於創作經驗是否能為個人在其他道德問題

上發展出更高層次的道德感，並不是本研究所能回答的問題。

（三）區域性樣本

本研究的進行僅反映出台灣企業中軟體研發或程式開發人員在軟體盜版行為上之意

圖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因此，這樣的結果與西方社會是否一致，本研究並無法做

進一步的推論。唯有透過未來跨文化之間的比較，才能夠深入的瞭解兩地文化上的差

異。

二、未來研究

以本研究為基礎，有幾個可供後續研究者參考的研究方向。第一，由於本研究僅針

對軟體盜版行為進行研究，而關於盜版行為還存在其他類型，諸如：音樂盜版、電影盜

版、多媒體素材盜版等。因此，未來可針對其他不同類型之盜版行為實證進行研究，以

瞭解本研究模式之適用性。第二，由於本研究之樣本僅反映出台灣企業中軟體研發或程

式開發人員在軟體盜版行為上之意圖與軟體盜版倫理自我效能。未來若能進行跨文化之

研究，將可更進一步的探討在不同文化下自我約束力、社會約束力以及過去的創造經驗

對於個人之盜版軟體倫理效能與軟體盜版行為意圖影響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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